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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9日，何其芳为天津出版
的《大公报·诗刊》第一期写了一篇创作回
顾性质的散文《梦中道路》。这位早已成
名的“汉园诗人”在文中袒露了“厌弃我自
己的精致”的心迹。其中写道：“有一次我
指着温庭筠的四句诗给一位朋友看：

悠悠楚水流如马，

恨紫愁红满平野。

野土千年怨不平，

至今烧作鸳鸯瓦。

我说我喜欢，他却说没有什么好。当
时我很觉寂寞。后来我才明白我和那位
朋友实在有一点分歧。他是一个深思的
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分意义；
我呢，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
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魔障。我喜
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
水月……”
这里说的“一位朋友”，即是与何其芳

同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的青年诗人毕奂
午。1934年，毕奂午在南开中学教初中国
文课。此时在这里教书的还有李尧林（巴
金的三哥）、高远公（王国维、梁启超的学
生）、李苦禅等，加上在这里就读的黄裳、
黄宗江、周杲良（周叔弢的儿子）等“文学
少年”，已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南开中学
文学圈”。
1937年春天，何其芳从天津、山东辗

转回到四川家乡，先在万县师范教书，后
又到成都一所中学任教。这时的何其芳
还在低声吟哦着波德莱尔的“我爱那云，
那飘忽的云……”并且幻想着，“我情愿有
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
星星”。到了7月7日，抗战的枪声响起，焦
土之上，哪里还容得下一个“茅草的屋
顶”？面对残酷的、血与火的现实，诗人一
改往日精巧、纤细和唯美的诗风，仿佛火
山岩浆喷发，又如吹响号角一样，写出了
一首振聋发聩的、表达了投奔革命与光明
的心志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这首诗
的完成，也成为何其芳文学和人生道路上
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在这首诗写出后不
久，何其芳得到一个消息：作家沙汀已获
得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车耀

先同意，即将北上去往延安。何其芳赶忙
找到沙汀，希望一起前往延安。诗人的要
求得到了组织的同意。于是，1938年8月8
日，何其芳和沙汀、卞之琳等友人一道，告
别还在沉睡的成都，沿着川陕古道，穿过
敌人的封锁线，一路向北，奔赴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圣地延安。
这时的延安，在全国人民心中，是红星

照耀的最光明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的前
途和希望所在。何其芳和朋友们甫到延
安，每人领到了一套八路军的灰布制服。
这些穿惯了长衫、西装的文人，突然穿上了
灰布制服，个个兴奋得像少年一样。
进步和光明的延安和边区的生活，给

何其芳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
以一种完全有别于以往的清新、朴素和健
朗的诗风，在延河之滨写下了《一个泥水
匠的故事》《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一）》《夜
歌》《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快乐的人们》
等具有“抗战史诗”气象的长诗和组诗，也
写出了诸如《黎明》《我为少男少女们歌
唱》《生活是多么广阔》《河》等脍炙人口的
抒情短诗。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华民族誓
与敌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坚忍不拔
的必胜信念。在诗中，他对中国的胜利和
未来充满了热望，对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
也充满了热诚的期待。
作为南开中学学生辈的黄裳，曾在

《谈何其芳》一文中说，从何其芳这时的诗
歌里，可以看到诗人是怎样在选择他的道
路，“这些诗也都是人民的号音，而不是红
楼上、灯晕下，少年情人的歌唱了”。
在延安，何其芳先在鲁迅艺术学院文

学系任系主任。1939年春，他与沙汀和鲁
艺一些同学一起，跟随贺龙将军到过晋西
北前线，写下了不少讲述延安和晋西北军
民抗战生活的报告文学。可以说，正是抗
日的烽烟和漫长的抗战岁月，把一位擅长
“画梦录”的诗人，变成了一位革命的诗人
和文学家，变成了一位彻底的革命战士。
何其芳在散文《回忆延安》里，记述了

一个延安孩子的趣事：他的邻居家有个男
孩，名字叫里宾，只有六七岁，平时有点顽
皮，但是对延安的生活，已经有了自己的

认识和觉悟。有一天吃午饭时，因为公家
食堂的菜不合口，何其芳就自己炒了一碗
鸡蛋。正坐在窑洞门口吃的时候，被这个
小男孩看到了。小男孩指着何其芳说：
“你羞不羞呀？跟老百姓吃得一样好！”这
句话给何其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
个小孩的小小脑袋里，有着何等清晰的认
识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和战士们，都
不应该比老百姓吃得好，而应该让老百姓
先过上好日子。这件小事，也让何其芳深
有感触地认识到，这个小男孩的思想和觉
悟，正好反映出了当时延安真实的生活现
实：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就是为了让
老百姓先吃得好、先过上好日子。
再看诗人毕奂午的经历。1928年，正

当青春年华的毕奂午，因为向往“光明”
的发源地，便与北平师范学校的同学王
荣庭（即后来被称为“西部歌王”的音乐
家王洛宾）结伴到了哈尔滨，打算从哈尔
滨奔往红色莫斯科。但由于各种阻力未
能成行。在哈尔滨流浪的日子里，他和
同学一起住进了有如高尔基笔下《夜店》
式的鸡毛小店。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当时
最底层的生活和最下层的人物：卖苦力
的、无家可归的逃亡者、白俄浪人、小偷、
乞丐、下等妓女，等等。这些阴暗的生活
面和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为他后来的创作
储备了素材。
抗战前夕，毕奂午在南开中学教书期

间，何其芳、李尧林等同事不仅在教学上
给予了毕奂午直接的帮助，同时他们也成
了他创作上的挚友。那时正在北京编《文
学季刊》的巴金和靳以，还有主编《水星》
的卞之琳，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
乾，以及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的曹禺
等，也相继成了毕奂午的师长和朋友。师
友间的切磋帮助使他的创作日臻成熟。
可是，就在这颗诗坛新星刚刚升起之时，
抗战烽火燃起，中华民族进入了空前苦难
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作为一介书生、
不愿做亡国奴的毕奂午，被日本法西斯投
入了监狱，受尽了屈辱和非人的摧残。日
军的黑牢当然不是歌吟的场所，诗人被迫
放下了诗笔，暂时停止了“歌唱”。

艾青在《抗战以来的
中国新诗》一文里说到毕
奂午的诗时，这样写道：
“诗人似乎就一直生活在
已经沦陷了的城市里，除
了读到他这样痛苦的诗
之外，从来没有得到他的
消息。”朋友们一度认为，
毕奂午可能死在法西斯
的监狱里了，所以，在牢狱之外的巴金等
朋友搜集起毕奂午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抗
战诗篇，为他编印了一本薄薄的集子《雨
夕》。集中有一首《火烧的城》，艾青在引
录了这首诗的片段后评价说，作者不仅
“保持了《灭亡》的情感的深沉和语言的朴
素与有力”，而且写出许多“刻画土地沦亡
的痛苦的诗篇”。五十年后，艾青主编《中
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27—1937）时，收
入了毕奂午在抗战前后创作的数篇作品，
并加以赞赏。
所幸的是，青年诗人最终没有死在日

寇的牢狱里。抗战胜利后，当他重新出现
在朋友们眼前时，已经是一位坚强的文化
战士了。1949年，毕奂午出席了中华全国
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他
先后担任中南文联、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
联、湖北省文化局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50
年调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黄裳，原名容鼎昌，在南开中学读书

时，与黄宗江、周杲良等是同窗，李尧林是
他们的恩师。他在南开中学就读期间，已
在校刊《南开初中》和《南开高中》上发表了
不少文章，其文笔可谓少年老成。南开中
学被日寇炸毁后，他和黄宗江逃到上海，黄
宗江开始“下海卖艺”，他继续在上海中学
就读。“黄裳”本是此时他赠给黄宗江的艺
名，但黄宗江以其“过于辉煌”，未敢使用，
他便自己用作了笔名。黄裳中学毕业后考
取了交通大学电机系，成为“正宗”的大学
工科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之时，黄裳又

与黄宗江结伴逃离“孤岛”上海，辗转抵达
重庆。先是靠写作糊口，后来又在位于小
龙坎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厂从事制图工作。
从这个器材厂出厂的一些无线电器材，有
一些通过各种秘密途径，被送到了抗日战
场上。那时，重庆上空不时传来日寇空袭
的警报声，敌机扔下的炸弹在嘉陵江上溅
起巨浪。不久，因为英文水平不错，黄裳应
征参加了抗日远征军，在滇缅丛林的战场
上为美国兵担任翻译。这时候，黄裳发挥
了工科生的优势，不仅能开车，而且还能动
手维修军用吉普车。这段战地生活经历，
在战后不久，被他写进了《关于美国兵》这
本纪实散文集中。
可以说，正是七七事变的炮声，把包括

何其芳在内的南开中学文学圈的师生们从
文学梦中震醒。在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
烽烟里，他们无一例外地毅然挥别了“梦中
道路”，从不同的方向加入了全国抗战的洪
流之中，并且用各自的行动，践行了何其芳
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里的“预言”：“在
长长的钢的链索间，我是极其渺小的一环，
然而我像最强顽的那样强顽。”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
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自1958
年上映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
之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
一部反映党在隐蔽战线与敌
斗争的电影，它不追求惊心动
魄的情节，而是不疾不徐，娓娓
道来，讲究含蓄的情感和内在
的张力。

影片的故事主体在上海，那里的地下党千方百计地与延安保持联系，那
条红色的电波将两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延安自从1937年1月成为中共中
央驻地之后，就是无数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这部电影片头的主题曲《延
安颂》即奠定了它的感情基调，对于延安寄予了深切的感情，这首歌曲并
不是为电影量身定做的，而是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创作于1938年的
延安，是当时的青年对延安真切情怀的反映。“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
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
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这首
歌曲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巧合的是歌曲和电影中的情境都产生于1938
年，却在1958年被电影创作者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我在为这妙手赞叹之
余，也不禁想去追寻其后的细节。直至我读到这部电影的原始剧本，才从中
窥到端倪。
1958年6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永

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剧本。在当年的
4月6日，剧本已经完成了第9稿，而这
时候电影已经上映。也就是说，这个剧
本不是电影的最终版本。
书中的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领导

同志推开窑洞的窗户，通过窗框我们看
见了延安的黎明：对面山头上的宝塔隐
在薄雾之中，山下的延河闪着白光，灰色
的延安城墙还在朦胧地沉睡着……一阵
凉风吹来远处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
严雄伟的古城’……”
原来是这样，是这部电影的编剧

将这首《延安颂》率先设计到电影的内
容之中，在摄制时它更成为电影的主
题曲，虽不是量身定做，却与电影内容
非常契合，电影和歌曲的艺术性在此
相得益彰。
开窗的这一段情节，被电影导演所

采纳，我在观看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个
镜头。男女主人公李侠和何兰芬在正式
结婚三年之后的中秋之夜，在上海也有
一个开窗赏月的镜头，算是前后呼应。
在延安的男主人公李侠本想去抗日

前线，后来接受组织的安排来到上海，
这里是另一个前线。在上海的纺织女
工何兰芬与李侠根据工作需要假扮夫
妻，在艰苦、复杂、危险的环境里，二人
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后经组织批准成为真夫妻。这种情况在革命年
代的地下工作中并不罕见，李侠和何兰芬也是有真实原型的，那就是李
白和裘慧英。
因为纪录片《曙光》的拍摄，我在湖南长沙采访先烈陈为人的女儿时，有

家属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是秦鸿钧和韩慧如。韩慧如是陈
为人的妻妹，也正是她帮助陈为人掩护了中共中央的档案。我听后很意
外，经过查询求证才补齐了我认知的短板，上海市档案馆也有相应的档案
记载可以证明。韩慧如的回忆录《真正的共产党人》中也有翔实记录，但
却并未提到李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分别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一度
居住的地方还近在咫尺，但彼此并不知情。当时的上海同时有两个电台
在运行，李白的工作从抗日战争持续到解放战争，在1948年12月30日凌
晨不幸被捕，而在李白被捕之后，他所承担的发报任务都转移到秦鸿钧一
人身上，所以秦鸿钧的危险系数陡然增大，在三个多月后被捕。秦鸿钧的
直接领导张困斋，也相继被捕，他们三人并称“电台三烈士”，三烈士同时于
1949年5月7日被敌人杀害，20天后的5月27日，上海解放。
1938年，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决定，为联络需要，拟在天津架设一

部地下电台，因此也曾有一对青年男女假扮夫妻，与延安电波相连，后来他
们也结成真正的夫妻。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也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这
部电影的原型之一，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李白夫妇高度相似。这对夫妻是王
光杰和王兰芬，王光杰是王光美的哥哥，而王兰芬这个名字和电影的女主人
公何兰芬只有一字之差。
电影艺术是虚构的，但是电影背后的故事却是真实的。电影剧本的开

篇有一个题记：“献给坚守岗位，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通讯战士们！”这样的通
讯战士，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有很多，李侠是他们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份工作
是重要并且神圣的，正如在电影中李侠对何兰芬所说的，“我们是党的眼睛、
党的耳朵”；这份工作也是特殊且艰辛的，隐姓埋名，舍生忘死，这非常人可
以感受。
那么，就让电波永不消逝吧！
题图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现今的铃铛阁中学旧时为稽古寺藏经阁，主体建
筑两层，因阁基高出地面丈许，虽为两层，望上去却是
巍峨轩昂，气势不凡。蜚声海内的“天津卫三宗宝：鼓
楼、炮台、铃铛阁”，指的就是此“阁”。
铃铛阁为砖木结构形式的古老建筑，风格古朴庄

严，通体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关于它的坐落地点和
修建年代，据《新校天津卫志》载：“藏经阁，在城外西
北角。”《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五载：“藏经阁在城西稽
古寺，明万历七年（1579）建，重檐回出，风铃远闻数里，
人呼为铃铛阁。”清人汪沆诗云：“駊駥高阁接青冥，甲
乙签排贝叶经。静绮阑干看落照，忽闻天半响风铃。”
且有小注称：“稽古寺有藏经阁，一名铃铛阁，杰崎西
郭，可供远眺。”《志余随笔》描述说“阁两层，宽五楹，
飞檐四出，如鸟张翼”，并且“椽端各系以铜铃，长尺

余，四周多至千百，每风起铃动，先后疾徐，参差不断，
声之到耳若有波浪，清澈可闻二三里”。在飞檐奇突
的阁顶，四周屋脊房椽各端，皆系以精制铜铃千余只，
不仅美化了整个建筑，又可防禽鸟栖息筑巢而玷污楼
阁，真可谓一大景观。每有微风习习，铜铃便发出悦
耳的碰撞声，传至数里，更为天津卫增色不少。随着
时间的推移，天津人便将稽古寺这一整体建筑融为铃
铛阁了，铃铛阁便叫响了。近年也有人经过考证认
为，稽古寺与海会寺东西毗邻，铃铛阁当位于两寺之
间，此说也有一定根据。
早年的铃铛阁内藏佛经16柜，其中《大藏经》几乎

包括全部汉语佛教经典，版本上乘，十分珍贵。后因
稽古寺年久失修，遂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由僧人
含光及天津道署捐资重修，特请来南方名匠，仿照黄
鹤楼款式修葺一新。同时扩建平房数间，以作考文之
需。凡未进仕的读书人均可报名在此应试。官方命
题，士子答卷，成绩优良者皆酬以奖金。从而吸引了
许多学子，故当时铃铛阁又有“寒士赖以举火者不乏
其人”之说。

《曝书亭集》卷六十七收入的《天津卫稽古寺重修藏
经阁记》一文详细记载了当时铃铛阁的景况：“天津卫属
京畿之冲，城之西门有稽古寺，藏经之阁峙焉。地近海多
风，飞沙晦冥。岁未久，阁圮。浮屠含光者新之……夕阳
在衣，风铃铮然，翔鸟上下，为之目旷心怡。含光语予曰：
‘凡吾材之所需，井税之人，升盎之储，积之累年始成焉。
惮阁之颓，而经藏将失也。’今缙绅学士，诵法周孔，其于
《六经》百氏之书，旧闻放失，往往置勿问。而府州县学或
倾废不治，不有愧于佛氏之徒也哉！浮屠之言，虽非圣人
所与，而能崇奉其教，以兴废自任如含光者，殆亦圣人之
徒之所进也。遂为文以记之。”该文作者朱彝尊（1629—
1709）乃浙江秀水人，浙西词派创始人，康熙十八年
（1679）以布衣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
《明史》，曾多次来津。《天津卫稽古寺重修藏经阁记》的写
作时间应在他50岁入选翰林之前。
清乾隆、嘉庆年间，津门文风大盛，铃铛阁又设置了

藏书楼。书籍大部分为当时社会名流所捐赠，多为稀世
之珍。海内孤本达数百种之多，尤以元、明人手抄本及六
朝写经四十余卷最为珍贵。据《县志》载，每年农历六月
初六为“晒经节”，是日阁内全部藏书均置于阳光下晾晒，
驱虫防腐，并借此良机供人阅览，以飨读者。当时津门一
些文人学士纷至沓来，先睹为快，一时间盛况空前。
光绪十三年（1887），因稽古寺僧人沙圆、普泽不守清

规，先后变产挥霍，违律潜逃，寺内无主。邑绅崔铨、杨云
章等十余人将寺院改作“稽古书院”，以经解诗赋课士。
光绪十八年（1892），因稽古寺附近一木材厂失火殃及铃
铛阁，可惜这一著名古迹被付之一炬，成为千古憾事。后
来津人才有“鼓楼拆炮台倒，大火烧了铃铛阁”的说法。
据说起火的原因是铃铛阁旁有空地不及一亩，被一木
商购去栈存木料，并在阁旁建屋。有数人每日锯木，然
后将所锯木板立在阁墙下晾晒。一日不慎失火，邻人
闻警争先救火，而这个木商却持刀站在门口，禁止人们
入内救火。木商只顾搬抢木材，时值西北风大作，火势
蔓延，结果铃铛阁全部被焚，阁中藏经也未幸免于难。还
有传闻，阁中所藏经书有数部为一乡邻居士借去抄阅，火
后归还。果真如此，则那些珍贵佛经尚能保存若干，也算
是天津的幸事了。
铃铛阁焚毁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津门学者高

凌雯、王世芸等倡议以稽古书院为基础创办天津普通学
堂，并起名为“天津官立学堂”。随着历史的变迁，这所
早期学堂多次更名为“官立中学堂、天津府中学堂、天
津中学堂、河北省立天津中学堂、天津市立第一中学、
直隶省立第一中学”等，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天津市第
三中学”。1960年第三中学迁校移址，原校址为现在的
铃铛阁中学。
徜徉在芥园道上，你会瞧见

铃铛阁中学那古朴庄重的门
楼。在这块宝地上，我们看到了
操场上那棵参天的古树又抽出
了新枝，吐出了新绿。

北宋嘉祐二年（1057），20岁的苏轼与父亲和弟弟一起辞别家乡
眉山，到汴京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看到这篇题
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对其结构之严
谨、说理之透彻、论证之严密大为赏识，当即决定判为第一名。但
转念一想，这篇文章的作者会不会是弟子曾巩呢？如果判作第一
名，一旦真的是曾巩的作品，在他人看来一定会觉得自己在徇私舞
弊。一番犹豫、权衡之下，欧阳修最终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等
拆封试卷之后，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居然是来自遥远四川眉山的
苏轼，欧阳修抱愧不已。后
来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
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
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
他出一头地也”。
作为文坛霸主，面对才

华横溢的年轻人，欧阳修不
存半分私心，不担心他声名
日盛超越自己，不担心他耀
眼的光芒遮蔽自己，威胁到
自己在文坛的地位，而是心
甘情愿为之避路，让他早日出人头地，被世人熟知。这是多么宽广
旷达的胸怀！这是多么光明磊落的气度！
唐代诗人白居易年轻时赴长安谋求发展也有一则故事流传。

故事云：当年白居易携带诗文拜谒文坛名士顾况，顾况初见白居易，
便以他的名字戏谑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指长安物价高昂，居
住不易），暗含对其能力的质疑。白居易不卑不亢，把自己的诗文一
一呈上。顾况慢慢浏览着，当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名句“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惊叹其才华，随之改口道：“有句如此，居
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这个故事出自唐人张固的笔记小说集《幽闲鼓吹》。这个故事

中最令我敬重的是顾况，面对一个文坛“小白”，他最初多少是带着
轻慢的态度开玩笑，但读了白居易的诗句后则放下了轻慢，态度转
而变得谦恭起来，并且诚挚地向白居易道歉，承认自己先前是随口
乱开玩笑的。由于有了顾况“居天下亦不难”的赞誉加持，白居易
很快便在长安声名大噪。顾况真诚坦荡的胸怀，知错就改的勇气，
对后生晚辈诚心实意的心折首肯，千百年来，他的人格魅力令人心
生敬意。

唐代李绰的《尚书故实》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杨祭酒敬之
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人士项斯，赠诗曰“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
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杨敬之是当时著名
的官员和文学评论家，以善于发掘人才著称。他读到项斯的诗作
后极为赞赏，认为项斯的人品和才华远超其诗作本身。这首诗高
度评价了项斯的才华和品德，并表示自己将四处推荐他。项斯以
诗文闻名却屡试不第，有了杨敬之“逢人说项”的夸赞，项斯声名远
播，并在次年科举中高中进士。

好一个“平生不解藏人
善”！面对项斯卓越的才华
和人品，杨敬之这个文坛兼
官场的“大佬”毫无隐瞒雪
藏之心，相反大力褒奖宣
传，使得文坛尽人皆知，从
而为项斯高中进士扫清障
碍、铺平道路。杨敬之爱才
惜才的拳拳之心、推才荐才
的忠肝义胆之举，令人钦佩
至极。

清赵翼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长江后浪推
前浪，本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但这些不遗余力奖掖擢拔青年才俊的杰
出人物，他们没有凭借手中的资源人脉打压排挤后辈晚学，没有利
用自己的影响地位倾轧阻碍他们的发展，相反甘愿以成人之美之
心、以乐为人梯的义举，竭尽全力提携扶持，心甘情愿“放他出一头
地”，尽己所能给年轻人出人头地的机会和展示才华的舞台。这种
坦荡磊落的襟怀，超拔高远的格局，豁达非凡的气度，成为中华民族
宝贵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而这些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段让后人
津津乐道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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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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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用秀

放他出一头地
张燕峰

抗战文艺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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